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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帝是被神话了的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各地的陵庙、故里都是纪念性建筑，没有必要

争论真假。但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祭祀地点却有约定成俗的意义，有助于加强

统一，应当沿袭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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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不愿意谈黄帝。因为既有历史上

的黄帝，又有文化史上的黄帝，更有作为民族统一象

征的政治化的黄帝，我应该从哪个角度谈呢？更何

况，黄帝真正是“层累式”塑造起来的人物，他的不

断被改塑的过程起码已二千好几百年，个中演变的

脉络非大专家莫能窥其究竟。然而，自顾颉刚先生

去世以后，大专家到哪里找呢？所以，就我本心而

言，最好是不谈，越谈越乱，越谈越失真，解决不了任

何问题，还会陷于自相矛盾。在此，我仅略陈浅见，

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

　　黄帝本事见于各类古书，但其史料价值却不一

样。以我陋见，《左传》、《国语》勉强算是第一等的

材料，《史记》、《汉书》、《后汉书》已在其次了。这

不仅因为两类著作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更因为后者

经过较大的剪裁，加进了作者的主观判断，也受到了

当时所流行的主体文化的影响。如，司马迁自己就

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故而，

他在“论次”时，就仅“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之

首”，可见已对原始纪录做了改造。诸子书是思想

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但有“以事言理”的传统，书

中的黄帝或出自传闻，或因争鸣需要编造而成，不能

都视为铁定的证据；《水经注》之类的地理书因作者

多赴实地考察，可信度不亚于诸子。基于此，我将这

两类书列为第三等。最后，第四等是《帝王世纪》、

《路史》和类似《龙鱼河图》这样的谶纬之书，何以将

其置于末位，其原因应该算是个常识问题，真正学过

历史的人都清楚，毋须多言。

二

　　《国语·晋语四》：“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

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

相济也。”很显然，确定姬水、姜水为哪条水，对弄清

黄帝、炎帝的发祥地及活动区具有很大意义。《水

经注·渭水》条下说：“歧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

水。”歧水即今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入渭河

的小水，因其流域正是姜族繁育的中心，故这一段的

歧水自古又有姜水之称。至于姬水，郦道元引南安

姚瞻的说法，认为就是天水“上絡城东七十里的轩

辕谷水”。以此为基本依据，徐旭生等学者提出了



以炎、黄为主的华夏集团起自西北的假设，逐渐东迁

后，炎帝族在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族在甘

肃及陕北一带，获得了重要发展，以后分别沿偏南和

偏北的路线继进，开始抵达中原，与东夷集团产生接

触和争夺。从目前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一看法较为

平实 ，除炎、黄后裔多保有关于昆仑的古老记忆和

考古学文化可以提供一些佐证外，就是因为《国

语》、《水经注》一类的书相对可靠。

然而，近来祭黄活动搞得颇具声势的河南却另

有说词。他们坚持认为，不仅黄帝生于新郑，县城北

关就有轩辕故里旧址；而且，黄帝宫在新密，黄帝铸

鼎处及黄帝陵在灵宝，总之，都不能出于现今该省的

行政管辖范围之外 。由于观点大胆而新奇，很惹人

关注，我便翻了一些文章，发现作者所引用的较早材

料只有两条。其一是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主要的

一段文字为：“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

汉为上谷。……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地

又有黄帝祠。皆黄帝战蚩尤之处也。或曰：黄帝都

有熊，今河南新郑县是也。”为了突出重点，引者多

用断章取义的手法，舍弃“或曰”及其以前的部分，

只保留最后两句。于是，古书为增广异闻而采入的

“或说”就变成“正说”了。其二是《续汉书·郡国

志》梁人刘昭的注。但引者多将志文“河南尹，新郑

县”与注文“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拼接，造成结论

出自于司马彪的印象。而且注文前的“皇甫谧曰”

四字也被径行删去。实际上，不仅“黄帝都新郑”仅

是注释家梁人刘昭的意见，而且刘昭早已老实承认

自己的意见是袭自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至于被

用作证据的其他典籍，如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

记》，明陆应明的《广舆记》，清吴乘权等辑的《纲鉴

易知录》、郭袁恒的《历代帝都考》、康熙二十四年的

《开封府志》及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等，其成书年代

更较晚近，且因袭之迹，斑斑可寻。如此看来，对

“河南说”的鼓吹与炒作虽然万人汹汹，势头甚猛，

而风源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帝王世纪》。而如前所

言，《帝王世纪》远远算不上是上乘的史学著作，若

仅凭此立论，起码也有“孤证不立”之弊；况且，作者

皇甫谧把黄帝“都新郑”列为“或说”，表明连他本人

都不十分自信。

三

　　皇甫谧于《晋书》有传，籍隶安定朝那，为汉末

名将皇甫嵩曾孙。初时并不好学，乃至游荡无度。

后受叔母教诲激励，折节而为善士，躬自耕稼，带经

而农，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为务，终年手不辍

卷。自以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故屡征

不仕，即便是晋武帝频下诏敦逼，也仍上疏坚辞，朝

廷见其辞切言至，遂特听许，并送一车书与之，以示

鼓励。谧著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

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堪称高产，六十八

岁卒于家。细读传文，我们在对他的淡泊利禄、勤奋

好学深表赞佩的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因终

身未离偏远乡野而眼界未开的人，是一个“守学好

古”的食古不化者。如，他在《帝王世纪》中根据所

见古籍计算，说“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时，“九州之

地”总共是“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

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

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且不说“定垦者”与“不垦者”相加与前边的总数不

合，原文就有错误，更重要的是，对这种精确到个位

数的统计，您能相信是真的吗？故而，当时人即称皇

甫谧为“书淫”，现代严肃的学者及其著作也认为

《帝王世纪》是皇甫谧“大抵依据汉以来纬书等等之

说”、“自己编造的”。今天，借《帝王世纪》招摇过

市者，大有人在，一类是无知，一类是蓄意为之。在

我看来，后一类人更为可恶。因无知而出错，可以原

谅。为迎合某种倾向而明知故犯，就是别有用心了。

尽管如此，《帝王世纪》毕竟保留有晋以后已失

传的古史材料，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同时，

皇甫谧既然在叙述过“黄帝都涿鹿”后，又将“都新

郑”列为“或说”，证明后一说法在汉晋间也取得了

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那么，新郑说是在什么样的

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我们不妨多费些

笔墨，追述一下战国人邹衍所创立的阴阳五行说。

自春秋末到战国，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孔、孟叹

世风日下，谋“克己复礼”，以期使“天下归仁”。但

儒家讲究的“登降之礼，趋详之节”却让人十分厌

烦，他们虽周游列国，以光大其道，结果竟是“持方

枘欲纳圆凿”，终不能入，甚至四处碰壁，“皇皇如丧

家之犬”。

邹衍则是个随时而化的聪明人。他接受“仲尼

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的教训，不直接讲礼义忠

信，而是采取“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的办法，先在

心理上把人抓住，诱导诸侯逐步去走仁义节俭的正

路。正因为他不按常规出牌，“其语闳大不经”，又

常“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反而能使“王

公大人惧然顾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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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也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与孔、孟的遭际截然

不同。

对邹衍打出的王牌，司马迁做过很好的概括，其

核心部分是“先序今以上至于黄帝”，“载其銻祥度

制，推而远之，至于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

“深观阴阳消息”，“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大意

是说，邹衍通过对阳长（息）则阴消、阴长（息）则阳

消的自然规律做深入考察，来总结自黄帝到战国的

历史，并把阴阳消长的过程分散到五行中去，以五行

能否顺利运转作为阴阳能否正常消息的前提，进而

既用五行相生原理解释一年中阴阳的变化、节候的

更替、万物的生长收藏，乃至风霜雨雪、祸福休咎，又

用五行相克的原理解释政治的盛衰、朝代的兴亡和

历史的循环。

在邹衍一派学者看来，一年之内，从冬至到夏

至，阳气理应一天天增长（息），阴气理应一天天减

弱（消），此可谓之阳轨；从夏至到冬至，阴气理应一

天天增长（息），阳气理应一天天减弱（消），此可谓

之阴轨。倘若在阳轨上多做助阳抑阴之事，在阴轨

上多做助阴抑阳之事，就能使五行顺利地运动轮回，

阴阳正常地交感交合，达于和谐，从而带来风调雨

顺、疠疾不降、民不夭折的好结果，万物生生不息、繁

衍不绝。反之，如行事悖谬，使阴阳二气不能如期生

长或消退，则会存在愆阳、伏阴，并酿成干旱、蝗灾、

霜雪、霹雳、凄风、苦雨，出现禾稼不熟、五谷不实、民

殃于疫之类的惨局，甚至引起暴兵来至、土地侵削。

进一步推而大之，长期阴阳不调，又不恐惧敬改，更

意味着旧德已衰，新德将兴，于是，“天必现祥乎下

民”，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就要开始了。这种新

德代旧德的循环就叫五德终始说。

不难看出，融阴阳与五行为一体，用五行生克、

阴阳消长、五德转移的理论，解释一年四季的诸多变

化和历史演变的规律，并借以规范人类、特别是王者

的行为，这便是邹衍学说的实质。到战国中期，居火

德的周朝经历了７００来年的发展，早已衰落得不成

样子了，强大的诸侯无不急于取而代之，但究竟谁能

稳居帝位，局势并不明朗。依照邹衍的理论，“代火

者必将水”，而且他推断说，天很快就要降下“水气

胜”的符应，“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

一旷世稀有的大预言为诸侯们的觊觎之心提供了理

论依据，自然会一拍即合，受到他们的热切关注。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邹衍死后，燕齐海上方士

传其术者，不可胜数。或许正是经过这些人，做什

么、如何做才能起到助阳抑阴或助阴抑阳的作用，以

便促进五行顺利运转、阴阳正常消息（长），又被具

体化为《时则》或《月令》。到秦统一天下，齐人上邹

衍的“五德终始说”，始皇采用之，依水德推德定制，

从此，阴阳五行理论正式进入宫廷，成为具有最高权

威的官方哲学。自刘邦建汉，改德的做法便为历代

所沿袭，成为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两汉诸

帝则更以调和阴阳的最高责任人自居，随时提醒自

己和臣下，在处理各类政务时，必须严格遵守《月

令》的规定，绝不能妨碍五行完成其一年中相继生

的循环。至于民间，从宗教活动到生活习俗，也全部

阴阳五行化了。连董仲舒改造儒学，也不得不以阴

阳五行宇宙图式为框架，把儒法结合、王霸相杂的政

治论包装起来，才能献给皇帝。可以说，汉代的社会

是弥漫着阴阳五行观念的社会，汉代的政治是以燮

理阴阳为基本宗旨的《月令》政治。

说了半天，这与黄帝“都新郑”又有什么关系

呢？原来，在汉代的《月令》政治下，五行与方位、季

节、颜色、人事及宗教活动等，都整齐地搭配起来了。

为了促进阴阳正常消息（长），《月令》不仅规定了帝

王每月应住什么朝向的宫殿、外出驾什么马拉车、吃

什么粮食和牲肉、用什么器皿、行什么政令，而且还

规定了分别主管各季及各方的帝和神，以供人们崇

拜。而黄帝在五行家看来，就是中央之帝，同时派给

中央的神叫后土。《淮南子·天文训》曰：“中央，土

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时则训》又说：“中央之

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

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眕

洪水之州，东至於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

里。”据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并不是黄帝的活动

区一定就在中原，而是由于受到笼盖一切的阴阳五

行理论的影响，黄帝被人为地配到了中央。所谓中

央“钧天”为“韩郑之分野”及郑地确有黄帝后裔等，

则不过是促成这一设计的“辅料”。东汉末的高诱

在注《淮南子》时说：黄帝“死
!

祀于中央之帝”，“
!

祀”二字准确反映了当时人眼中的事物真象。

阴阳五行化的《月令》政治及人的行为可以通

过助阳抑阴或助阴抑阳来感天的天人感应学说，虽

在强调“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方面有重要价值，

但却“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发展到后来，

即成为谶纬迷信，连带着使接受了阴阳五行宇宙图

式的儒学也谶纬化了。物极必反，到魏晋之际终于

出现了玄学兴而谶纬消的新转折。然而皇甫谧终生

未离开乡间，皇甫谧没进过城，皇甫谧的家———安定

朝那，又远离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阳。这就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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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与玄学家们交流的机会，他读的书相信绝大

多数都是汉代流行的纬书，他的知识完全没有得到

更新。因此，他不仅没有竹林七贤那样的思辨与洒

脱，也远不及高诱的多识与通明，他看见有什么材

料，就抱着“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的态度

照录下来，不作任何的分析和判断，不成想，他录下

的一条“或说”在给某些后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

历史增添了混乱。

四

　　与河南的祭黄中心新郑遥遥相对，陕西祭拜黄

帝的场所设在黄陵县的桥山。理由很充足，因为多

部古书都说，黄帝死后是“葬于桥山”的。可是，如

果新郑的确是黄帝出生地和活动区的话，他在亡故

以后为什么要辗转千里，返葬桥山呢？而且，这在当

时的运输条件下，能够做得到吗？甚至，今天位于陕

西黄陵县的桥山，是否就确实是黄帝的埋葬地呢？

如果要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可以说处处都仍存在

问题。

汉武帝时，汾阳地方上名字叫锦的巫师在藌上

后土祠旁，发现了“异于众鼎”的特号大鼎，著名的

方士公孙卿就趁机上书附会，曰：“黄帝采首山铜，

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

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意思

是说，昔日黄帝曾经铸鼎升天，现在您运气好，黄帝

之鼎竟自动出于地下，不用再铸，只要用此鼎行封禅

礼，也可升天。这本是一派缺乏逻辑的胡言，但武帝

信了，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

脱鱗耳。”于是，乃拜公孙卿为郎，“使候神于太室”。

可见当时的思想界还无力揭破祠灶、辟谷、却老、能

仙登天这套方术的本质，在人们的脑海里，黄帝不仅

是远祖和英雄，更是飞升仙化的先行者。

不过，没过多久，武帝就起了点疑心。元封元年

冬，他听说古者必先“振兵释旅”，然后才能行封禅

礼，于是乃“勒兵十余万骑”，“北巡朔方”，“还祭黄

帝冢于桥山”。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虽屡受方士蒙

蔽，但毕竟很聪明，他忆起五六年前公孙卿描绘过的

乘龙升天那一幕，就向随员发问道：“吾闻黄帝不

死，有冢，何也？”从行诸人不免也有机敏而善谀者，

乃抢着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如

此搪塞能否让武帝释怀，不得而知，但却在无意间透

露出，连元封元年皇上正式拜祭过的桥山黄帝冢，也

是在秦汉陵寝制度的影响下而营建的纪念性墓园，

是否真有黄帝葬于其中，根本靠不住。

非但如此，《汉书·地理志》记上郡阳周县时说

“桥山南，有黄帝冢”，王莽时改称“上陵”。《水经

注·河水》条曰：“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

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

此，王莽更名上陵，山上有黄帝冢故也。”汉之阳

周县，后魏为显州，隋改为罗川，天宝初改为真宁，在

今子长县一带，其地与奢延、走马二水均距在延安之

南、西安以北的黄陵县较远，可知汉武帝北巡朔方时

所祭的衣冠冢与今日的桥山黄陵并不在一处。

另外，《魏书》卷三说太宗拓跋嗣于神瑞二年夏

四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

祠黄帝庙”。很显然，此桥山在河北，也不在今日的

黄陵县。

但是，今陕西黄陵县有黄帝陵庙又是千真万确

的。黄陵，旧称中部，姚兴于坊州南设中部都尉，后

魏太武帝正式设县。唐代宗大历五年，坊节度使

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

享祭，列于祀典”，得到了代宗的批准。坊州黄帝陵

阙就是过去中部县、今日黄陵县的桥山黄陵。将在

此地祭黄帝纳入皇家礼制，除离京城较近外，也说明

这里素有上陵传统，影响较为深远。

《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或曰：水从山底

经过为桥。既然到处都可找到这样的地形，既然黄

帝是普遍接受的崇拜对象，而较古的史书又说过

“黄帝葬于桥山”的话，那么，在广大的地区内同时

或先后出现若干个黄帝陵，以供大家拜祭，有什么不

可能呢？正如《山海经·海外南经》注所说：“圣人

久於其位，仁化广及，恩洽鸟兽，至於殂亡，四海若丧

考妣，无思不哀。故绝域殊俗之人，闻天子崩，各自

立坐而祭?哭泣，起土为冢，是以所在有焉。”注者

郭璞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兼术士，他观察问题的视角，

可以说已是一种文化史的视角，即：各地的陵庙都是

因文化崇拜需要而形成的纪念性建筑，但纪念性的

陵墓里却不一定真有圣人的尸骨。如果能够接受这

一观点，则河南的黄帝故里、黄帝宫、黄帝陵，还有甘

肃庆阳的黄帝陵、山西曲沃的轩辕庙，等等，都可得

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地相互争夺剧烈的其他

传说人物或历史名人，如伏羲、女娲、尧、舜、禹乃至

诸葛亮、关羽等等，也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

司马迁“西至空桐，东渐于海，北至涿鹿，南浮

江淮”，倍尝辛苦，进行实地考察，所至，“长老皆各

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于是，便在《五帝本纪》中

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曾“东至于海，登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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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

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纪中黄帝

的经历之处与作者本人的考察路线居然基本一致，

可知他是把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和与之相配套的物化

崇拜形式当作历史了。司马迁这样做，本意是让因

材料太少而面目不清的黄帝变得丰满起来，以便系

统成篇。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确定的“述故事，整齐

其世传”的著述原则。尽管他在纪文之末做了“百

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声明，

承认自己仅是“择其言尤雅者”，勉强予以“论次”，

但此种以传闻充史实的方法所产生的误导仍不可小

视，害得无数后人在事迹钩沉、地理考证诸方面耗费

了大量精力。我们是现代人，除了历史之外，我们还

掌握有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手段。历史和文化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的任务是在厘清渊源的同时再

将两者分开，而不是硬把文化现象说成历史，以便为

各地争名人，或服务于某种政治需要。

五

　　纪念性的黄帝陵庙可以分布于各地，但朝廷却

只能选择其一作为官方祭祀场所。历代王朝为此都

用颁诏的形式做出过规定。这不仅有助于规范祀

典，更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政治统治和文化认同的

作用。

前言唐代宗于大历五年采纳臧希让的建议一

事，应是坊节度使所辖中部县桥山黄帝陵得到皇

家正式认可的开端。从此，这里的祭黄活动便从普

通的宗教崇拜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官方文化和国家

制度的一部分。大历七年，朝廷即在此大兴土木，创

建黄帝庙，后又敕修之，足见一经升格，身价顿时倍

增。然而，唐末五代，屡经离乱，“百司废坠，匮神乏

祀”，前代帝王陵寝“或樵采不禁，风雨不芘”，甚者

竟至“开发”、“隳毁”。鉴于典礼所阙已甚，故宋太

祖一即位，就于建隆元年和乾德初两次下诏，规定为

黄帝陵及炎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诸陵“各置守

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隳毁者修葺之”。到开

宝五年，为了祭祀方便，又降旨将唐大历中设置的黄

帝庙从桥山西麓移至今址。至明朝建立，朱元璋乃

于洪武三年遣使四出调查，并“命各行省具图以

进”，发现散于全国的历代帝王陵寝共有七十九处。

数量如此之多，自然应加筛汰，于是乃责令礼官“考

其功德昭著者”。至洪武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

王”可保留三十五位，并按一人一处的原则，明确上

陵致祭的地点，分别是：“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

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祀周世

宗，巩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荥

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

在北平者三：内黄祀商中宗，滑祀颛顼、高辛。在湖

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

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

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景帝，咸

宁祀汉文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

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

宗。”皇上批准了这份名单，并规定每年在仲春和仲

秋的朔日，“遣使诣各陵致祭”，每三年由皇帝“出祝

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

祭”。为了保证规定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还要求

每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单就黄帝陵墓

而言，朱元璋不仅曾派秘书监丞陶谊前往勘察、修

葺，派中书省管勾甘前往代表自己行祭礼，而且还在

此设五品护陵官（后由县令兼护陵官、授五品衔），

特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黄帝坐像一尊。因为元代一

方面将伏羲、神农、黄帝并列为三皇，一方面又将三

皇视为医家的祖先，改由医师主祭，与黄帝人文始祖

的地位不合，朱元璋就下令废除了各地的三皇庙。

由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经过唐代宗的开创、宋

太祖的恢复和明太祖的整顿，对于历代帝王陵寝的

祭祀已完全制度化，而皇家制度的确定性和严肃性，

也使在中部县桥山黄帝陵进行的祭黄活动开始具有

排他性和唯一性。大体说来，洪武年间的“礼部定

议”，虽有人为因素，并不合乎历史，但却尊重了各

地的民间习惯和文化传统。所以，它一经颁布，便得

到了普遍的恪守和贯彻执行。在明代，自洪武之后，

永乐、宣德、景泰、天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

年间，都屡屡遣使赴中部县桥山祭黄，至今陵区仍较

系统完整地保留着当时记录致祭情况的碑刻。清代

沿袭有明，一无所改，唯规模更大，仪式更加隆重，且

在常祀之外，又于皇帝登基、太后寿辰、水旱灾害、五

谷丰登、大功告成之际，增加了不少特祭。至于中华

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都把祭黄仪式放在这

里举行，正体现了继任者对前朝制度和固有文化的

尊重。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到此表达爱国之情，港

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纷纷到此寻根问祖，更说明制

度行之既久，早已约定俗成。

如果以上的分析大致不误，我便想提出如下意

见以结束本文，即：黄帝可以初步看作是被神话了的

（下转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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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因文化崇拜，各地出现了多处

纪念性的陵庙，内中均无真身尸骨，没有必要争论谁

真谁假；但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

陵庙祭祀地点却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因而也带有

唯一性。自觉遵守成规，有助于中华民族彻底摆脱

琐细的分割，巩固历史形成的统一，这是大局；相对

而言，地方利益再大，也是小局；以小局服从大局，应

是每个国人立言、立事、立功的基本出发点。封建帝

王尚且懂得按一人一地原则规范历代帝王陵庙的重

要性，今日之大人先生者流，却懵懵懂懂，随意为左

右袒，岂不是太缺乏政治智慧了吗？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ｉｔｅｏｆ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ｏｆＨｕａｎｇｄｉ
ＺＨＡＯＳｈｉｃｈ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２，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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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ｅｂｙ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ｈｅｌｐ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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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ｆ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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